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 但 “中华民族复兴”

之思想则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概而言之， 清末是 “中华民族复兴” 之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时期； 五四

前后是 “中华民族复兴” 之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 “九·一八” 后是 “中华民族复兴” 之思想进一步发展

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的时期， ① 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

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其中， “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 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但长期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复兴思潮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 更没有学者涉及到 “九·

一八” 后知识界对于 “民族自信心与民族复兴” 的讨论。 有鉴于此， 笔者不揣冒昧， 拟对这一问题作一

初步探讨， 不当之处， 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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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一八” 后， 随着 “中华民族复兴” 之思潮的形成， 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

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 而 “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 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当时人们的一个基

本观点是：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已丧失殆尽， 这也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 民族日渐衰微的重要原

因。 因此， 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 首先就必须重新树立和恢复民族的自信力。 在怎样重新树立和恢复民族自

信力的问题上， 就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 他们认为既不能夸大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辉煌， 也不能将中国历史和

文化说得一无是处； 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除了要认同和弘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优点外， 还要尽力

克服民族的劣根性或不好的方面。

[关键词] 民族复兴 民族自信力 近代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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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一八” 后， 推动知识界讨论 “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 的关键人物是张君劢。 张君劢早年追随

梁启超参加清末立宪运动， 后因国民党迫害， 于 1929 年去了德国， 直到 “九·一八” 事变前一天， 才回

到北平。 回到北平不久， 张君劢即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德国时发表的 《对

德意志国民的演讲》 之摘要本。 在译稿前面的 “引言” 中张君劢写道： “数千年之历史中， 大声疾呼于

敌兵压境之际， 胪举国民之受病处， 而告以今后自救之法， 如菲希德氏之 《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 可

谓人间正气之文字也。 菲氏目的在提高德民族之自信心， 文中多夸奖德人之语， 吾侪外国人读之者， 原

不求必之一字一句之中， 故取倭伊铿氏关于菲氏演讲之摘要本译之， 繁重处虽删， 而绝不影响于菲氏真

面目……呜呼！ 菲氏之言， 既已药亡国破家之德国而大收其效矣， 吾国人诚有意于求苦口之良药， 其在

斯乎。” 他认为费氏在演讲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三个重要原则： 第一， 在民族大受惩创之日， 必须痛自

检讨过失； 第二， 民族复兴， 应以内心改造为重要途径； 第三， 发扬光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成绩， 以提高

民族的自信力。 “此三原则者， 亦即吾国家今后自救之方策也。 世有爱国之同志乎！ 推广其意而移用之

于吾国， 此则菲氏书之所译也。” [1] 1932 年 7 月 20 日起译稿分 5 期 （即从第 1 卷第 3 期到第 7 期） 在

《再生》 杂志上连载， 并于年底集结成书， 由再生杂志社正式出版。 《菲希德对 〈德意志国民演讲〉 节

本》 出版后颇受人们欢迎， 不久即销售一空。 翌年春夏， 又两次再版。

费希德 《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 的译介， 促进了 “九·一八” 后知识界对 “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

的讨论。 瞿世英在为张君劢译 《菲希德 〈对德意志国民演讲〉 节本》 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中国现在所

处的国难， 可以说是历史上向来没有的。 但我们回顾我们伟大的文化， 灿烂的历史， 想到我们坚韧劳苦

的国民， 想到四千年来为民族扩大进展努力的先民， 为民族生存努力而牺牲生命的先烈， 乃至于在淞浦

抵抗， 在白山黑水间转战的国民所流的鲜血， 我们应该激发我们的自知心， 自信心， 自尊心， 努力创造

我们的前途。 我们要痛自检点我们的过失， 改造内心， 提高民族的自信力。 这是君劢翻译这本摘要的主

旨。 我希望凡读到这本译文的读者， 在未读本文之先， 先想一想现在的国难。 读本文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们民族的灿烂庄严的过去， 自信我们有光明灿烂的前途。” [2] 张君劢在 《欧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与吾

族立国大计》 一文中指出： “国之立于大地者， 必其国人自思曰： 凡我之所能， 为他人所不及； 他人之

所能者， 我无一而不能， 是为民族之自信力。 英之所以有此国力， 以其人民自信其航海通商与夫运用政

治之技， 为他国所不及焉； 德之所以能仆而复兴者， 菲希德氏尝言之， 以其国民自信在具有原初性故

焉； 日人之所以连战连胜者， 武士道精神实为之。 虽各族各有特性， 其政治军事文化之表现， 因之而大

异； 然其为自信力则一。” 也就是说， 民族自信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兴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 当

时的中国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张君劢认为中国是惟外国马首是瞻， “他国有共产， 吾从而共产焉； 他国

有法西斯， 吾从而法西斯焉； 不独政治为然， 而外国学者之权威， 亦高于国人一等……此媚外心之日

强， 即自信力之日弱。” 他认为照此情形下去， 中国是不可能建成独立富强的民族的， 中国必须先有争

胜之心， 也就是先要有民族自信力， 自信自己是优秀的民族， 然后 “政治乃能与人并驾”。 [3] 天津 《大公

报》 的 “社评” 提出， “今日欲救中国于危亡”， 首先应该打倒那种认为中华民族除了 “拱手待亡” 没有

其他出路的悲观消极心理， 而大力 “培养民族自信精神”， 使全体中国人， 尤其是那些 “号为民族前驱

之智识分子”， “不以艰危动其心， 不以挫辱夺其气， 共悬一鹄， 努力迈进， 要以复兴中国、 光复故物为

职志”。 [4] 沈碧涛在 《国人的危机》 一文中强调， “自信力为民族最要之观念”， 但自中西交通以来， 因中

国的一败再败， 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受到沉重打击， 这是 “我们的最大的危机” 之一。 因此， 我们要实现

民族复兴， 必须像费希特所讲的那样， 从树立 “自信力” 做起。 [5] 在吴其昌看来， 我们 “这个庞大的民

族能不能复兴”， 关键是要看 “我们的自信力了”。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 “能不能” 的问题， 而是我们

“为不为” 的问题， 不是我们先天民族 “有救” 或 “没有救” 的问题， 而是我们现代这些子孙 “努力”

或 “不努力” 的问题， 只要我们像费希特所讲的那样， 树立民族的自信力， 相信中华民族既有灿烂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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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也会有光明的未来， 那么中华民族就没有不复兴的道理。 [6] 王造时指出，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没

有哪个国家不经历过强弱， 也没有哪个民族不经历过盛衰， 但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转弱为强， 有些民族

可以转衰为盛， 而有些国家或民族则终至被淘汰出局了呢？ 其关键的原因是要看该民族是否奋发有为，

百折不扰地追求上进。 “换言之， 也就是要看该民族是否有自信力。 有了自信力， 亡可以复兴， 弱可以

转强， 衰可以转盛， 否则， 只有开始于萎靡， 沦落于奴隶， 终至于消灭。” 我们今日要打倒帝国主义，

抵抗日本的侵略， 实现民族复兴， “除了物质上的准备以外， 须有精神上的振作， 换言之， 就是要恢复

我们的民族自信力。” [7] 雷震同样认为： “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民族的自信力， 没有民族的自觉心， 所谓

‘民心已死’， ‘民气颓丧’， 这个民族决不能生存于地球之上， 古今中外， 决没有这样民族能够存在的先

例。” [8] 沈以定将民族自信力视为 “复兴民族的三种必要力量” 之一： “我们现在要复兴中华民族， 第一

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的脑海里深深地印下了一个民族的影像， 使我们全国国民都具有一种———民族自

信的力量———民族自信力。” 因为， “对于被压迫民族， 自信力是特别需要的， 有了这种自信的力量， 我

们才有勇气奋斗向前进展， 来复兴民族。” [9] 魏冀徵在 《复兴民族方案刍议》 中提出， “自信力是一切精

神的基础， 是一切活动的渊源， 一切事业的成功， 均以自信力有无为决定……故中华民族要求复兴， 先

要大家要有自信力， 要是自信力崩溃， 民族的命运， 就立刻走上末路。” [10] 项致庄强调， “中国国民当前

的急务是民族复兴， 而复兴民族的先决条件， 尤贵培养民族自信力。” [11] 梅力行也认为： “想复兴中国，

我们目前最要紧的， 是莫过于恢复中国民族的自信力。” [12]

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是基于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丧失而提出来的。 谢耀霆认为， 中华

民族原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曾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那时候 “我民族自信力” 是很强

的， 但晚清以来数次对外战争的失败， 特别是抵抗八国联军侵华的失败， 使 “中华民族自信力丧失殆

尽。 以从前仇外鄙外之心理， 一变而为媚外与畏外； 从前之完全自信者， 今则完全信于人； 从前之完全

不信于人者， 今则完全不信于己”。 近数十年来， 中国之所以人心错综， 道德日坠， 文化堕落， 工商不

振， 国难踵至， 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其 “溯本追源， 莫不由于不能自信所致， 此诚中华民族落伍之最大

原因， 足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不知”。 既然 “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失去了自信力

的缘故。 那么， 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 亦只有首先恢复自信力， 然后始有复兴民族的可能”。 [13] 杨兴高指

出， 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自古以来就以文明发达闻名于世， 因此， 中华民族向来为世界各

民族所敬畏， 所崇拜，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超越于世界各国之上， 呼之曰天朝， 尊之为上国。 “当是时

也， 我国民众， 无不以世界最文明最优秀之民族自居， 怀有极高之自尊心与极大之自心力。” 然而自鸦

片战争开关以后， “中外形式为之大变， 外侮之来， 无力抵抗， 国际地位， 一落千丈， 昔以天朝自命之

中国， 今乃下降而为任人宰割之次殖民地， 世界资本主义者， 无不以中国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之最好侵

略对象物。” 其结果， 使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大受打击， 中华民族从一个追求上进、 自强不息的

民族， “变为自甘暴弃， 不思振作， 毫无自信力与自尊心之萎靡民族矣。” [14] 而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丧

失， 又使国家进一步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陈立夫强调， 民族自信力的丧失， 是由于受了 “西

化” 或 “全盘西化” 思潮的影响， “多数人不认识过去民族光荣的历史与光明的前程之故。 不认识怎能

生出信仰？ 不信仰怎能产生力量， 自信力之消失乃是必然的结果。 一个民族所以能够持续他的生命， 必

有他的恒久的光荣的历史作为推动的力量， 有显著的光明的前程作为诱进的力量， 使民族中个个份子对

自己民族生存的绝对可能性与必要性都有深刻的自信， 则对于民族的将来， 自然负担起责任而无所期

待， 否则对于民族的过去， 顿生疑虑， 民族的将来， 无所期许， 自信力渐形衰微， 凝结力因而疏懈， 以

致一旦遇到外侮， 就没有法子可以抗御了。” [15] 所以民族自信力的丧失， 是实现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复兴

面临的最大问题。 明仲恂把民族自信力的丧失归咎之于欧化教育。 他在 《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恢复民

族自信力》 一文中写道： 中国现代的教育太过欧化了， 我们试看国内各学校的教材， 多半是关于西方学

术的介绍， 对于本国固学的学术思想， 反视同蔽蓰， 一般学生， 若是与他论及外国文化历史， 则高谈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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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至于向他谈及本国文化历史， 则好像在五里雾中， 莫名其妙， 这都是教育上偏于欧化的明证。 这种

教育， 只会养成崇拜洋人的心理， 只会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力渐渐丧失。 [16] 和明仲恂一样， 一位笔名叫“拜

铁女士” 的作者在 《这样如何能够恢复民族的自信心》 中也把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归之于小学教科书的崇

洋媚外。 她指出： “要求得中华民族复兴， 必先恢复民族的自信心。 这是牢不可破的铁则。” 而 “要恢复

民族自信心， 必须从小学教育着手。 这是过去德意志已经证实了的事实”。 然而中国的小学教科书中，

充斥的是 “外国人有能力， 什么事都办得好， 中国人不如他们， 什么事都不容易办得好， 打仗打不过人

家， 办事也不如人家， 并且就是西洋好的东西， 到中国也就变坏了” 一类的内容。 “这种观念， 就其本

质上看来， 实在是现社会上流行的崇拜洋大人、 畏惧洋大人的心理， 无意之中搬运到教科书中里来。”

在这种教科书的教育之下， 国人又怎么能够树立起民族的自信心呢？ [17] 在左翼学人潘梓年看来， 民族自

尊心与自信力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要使中国人大家都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有着几千

年的历史与文化， 具有优良的传统， 具有良好的地理， 丰美的物产， 具有能够成为全世界优秀民族之一

的力量， 有他自己的特点， 应该加以发挥； 具有与其他民族竞胜的力量， 不应自斫自弃。 另一方面， 自

从甲午中东之战以后， 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颇受斫伤， 留学之风盛行一时之后， 中国人就觉得什

么都不如人家， 就连西冷湖上的月亮也不及牛津桥畔的美丽， 衣必洋服， 食必西餐， 宁请西医把病治

死， 不信中医中也有可用的。 讲到文化， 就只有希腊精神好， 或者说必须全盘欧化； 讲到民众力量， 那

义和团只是拳匪， 民众武装只是土匪。 总之， 中国固有的东西， 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这种民族自尊心与

自信力的丧失， 就形成了抗战前后 “恐日病” 的恶症，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危机。 [18]

二

既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如此的重要， 那么， 怎样才能重新树立

或恢复国人对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呢？ 张君劢认为， 要重新树立或恢复国人对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

力， 首先必须尊重和表彰本国的历史和文化， “岂有一国人民不尊重自己文化而可以立国的”？ 据此， 他

对当时思想界出现的那种数典忘祖， “视吾国所固有者皆陈规朽败”， 全盘否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现象

提出了严厉批评。 [19] 笔名叫 “子固” 的作者强调， “要建立一个民族的信心， 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

来的！ 我们必须用过去的文化伟绩、 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 来领导我们奋斗。” “我们应该纪念我

们祖宗五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屡次奋斗的艰难， 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祖宗创造的文化的美点， 从这种心理当

中我们才能得到民族信心， 得到勇气来破除目前的难关！” [20] 谢耀霆与张君劢、 “子固” 的观点一致， 认

为 “恢复自信力， 亦为复兴民族之首要条件”， 而要恢复国民的自信力， 惟有努力去表彰、 去发扬 “中

华民族过去的光荣与伟大” 才有可能。 具体而言， 他主张要在全国学校尤其是小学中增加历史课程， 要

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飞、 诸葛亮、 汉光武、 明太祖的事迹灌输到青年人的头脑中去， 使他们能

“在历史上去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 从而树立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 “决没有不是最高的自信心所驱使，

而为祖国民族历史上的光荣而发挥底。” [21] 陈立夫指出， 要复兴民族， 必先恢复民族的自信力。 而 “要恢

复民族的自信力， 必先检讨中国固有的文化以认识民族光荣的过去”。 [22] 一位名叫 “华生” 的作者也认识

到了历史教育对重树国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重要作用， 提出 “我们需要有适当的历史教育”， 使国

民对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文化有一全面系统的了解， “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力”。 [23] 如前所述， 明仲恂和

“拜铁女士” 认为， 国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 是由于我们教育过于欧化、 其教材充斥的都是崇洋媚外的

内容， 因此， 我们要保存固有文化， 恢复民族自信力， 其方法只有从教育入手。 “如果教育当局能认识

固有文化的优点， 在教材上注意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探讨， 使一般学生对固有文化发生爱慕的感情， 并且

加以深刻的研究， 则民族自信力， 自然可以挽回， 民族复兴运动， 才可迅速的完成。” [24]

与张君劢等人不同， 胡适认为， 民族自信力虽然是 “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 但它 “必须建筑在一

个坚固的基础之上。 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 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 何况祖宗所建立的基业不完

全是光荣” 的。 所以， 民族自信力 “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 而只能 “建筑在 ‘反省’ 的唯一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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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 要诚心诚意地想， 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 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 要认清了罪

孽所在， 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 他 “反省” 的结果是：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

的， 谈不到 “太丰富” 的梦话。 近代的科学文化、 工业文化， 我们可以不谈， 因为那些方面， 我们的贫

乏未免太丢人了。 就是我们能与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的周秦时代， 仅就文学、 雕刻、 科学、 政治这四项而

言， 我们也要比希腊罗马的文化贫乏得多， 尤其是造形美术与算学这两方面， 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

从此以后， 我们所有的， 欧洲也都有； 我们所没有的， 人家所独有的， 人家都比我们强。 至于我们所独

有的宝贝， 骈文、 律诗、 八股、 小脚、 太监、 姨太太、 五世同居的大家庭、 贞节牌坊、 地狱活显的监

狱、 廷杖、 板子夹棍的法庭， “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 就此， 他强调指出， 那种建立

在肯定和尊重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自信心是 “无根据的自信心”， “是建筑在散沙上面” 的自信

心， 根本 “禁不起风吹草动， 就会倒塌下来的”。 “信心是我们需要的， 但无根据的信心是没有力量

的”。 [25] 梁实秋的观点与胡适相类似， 认为 “振起民族自信力的方法， 不是回忆已往的光荣， 而应该是目

前做出一点惊人的成绩来。 我们现在不怕缺乏自信力， 怕的是在事实上做不出足以启人自信的成绩。 如

果要表现民族自信力， 我们不要用宣言的方式来表现， 要在事实上来表现”。 [26] 一位名叫曹汉奇的南开大

学学生也反对靠 “翻家谱找祖宗” 来恢复民族自信力的做法。 他在 《如何能恢复民族的自信心》 一文中

写道： “说中国人民失了自信心， 我信。 说我们应该恢复自信心， 我也信。 说恢复自信心就得翻家谱找

祖宗， 我不敢轻信， 因为日本并不是找祖宗才座 [坐] 上第一流交椅， 土耳其也不是翻家谱便达到了独

立！” 实际上， 80 年前亦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 我们不都是天子骄子， 别人不都是夷狄吗？ 自信心之

大， 不谓绝后， 可称空前。 但是中国民族除了周秦诸子在哲学上， 在征服自然上可有什么贡献？ 鸦片战

失败， 甲午战又失败， 庚子战再失败， 我们的自信心不还是很大么？ 张之洞一类的人， 仍信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辜鸿铭仍说是向地下吐痰就是中国文化！ 但是这自信力， 不但没有救我们， 反而使我们的自

信心终于不敢自信了！ 由此可见， “盲目的、 枉自尊大的自信心， 不但不强而且还可害国。 鸦片战争到

英法联军的一段历史很足给我们作很好证明。 由中国的皇帝到叶名琛一类的大臣学士的自信心都不算

小， 但是一与外国人相碰就不得不他信了。 所以我说要想使民族复兴起来， 不是提倡空的自信， 说几句

大话， 捧捧圣人， 喊一段演讲， 人民就会自信。 而是必须另做一种使人民不能不自信的工作了。” [27] 胡礼

殷同样不赞成那种认为 “要恢复民族自信力， 便要自信悠久的历史和固有的文化可以复兴民族” 的观

点， 在他看来， 中华悠久的历史和固有的文化， 的确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优秀， 减少对自身的失望， 但

是我们与其相信过去， 毋宁相信过去和将来， 与其自信中华民族趋于没落， 古代胜于今代， 毋宁相信今

代胜于古代， 中华民族究竟还在进步， 而且将来更可以进步。 回忆壮年的幸运， 是老境凄凉中的慰藉，

年少气盛的人便只知努力前程； 称道祖功父德， 只是破落户子弟的无聊消遣， 兴家立失的人便无需于

此。 中华民族如果仅有壮年的幸运或祖功父德可以夸耀， 那么也只好自遣自慰， 但事实上中国 2000 年

来是在不断的进步中， 虽然远不及欧美日本进步得快， 但决不是全无进步之可言， 近数十年的进步， 尤

其有相当的迅速。 “这些有限的进步， 虽不足满足我们的要求， 适应时代的需要， 但可以证明中华民族

不是不能进步的民族， 中国的前途决不是没有进步之可言， 我们如果对于中国的进步和前途的希望失掉

自信力， 复兴民族的将来， 倒是非常危险的。” [28] 上海 《大公报》 的 “社论” 则强调了 “自信心” 与 “夸

大或虚骄” 的区别， 指出： “所谓民族自信心， 并不是民族的夸大或虚骄。 夸大虚骄是懦夫遮盖其弱点

的表现。 因为自己本身不行， 自己才要把祖宗搬出来替自己撑门面； 自己本来是胆怯， 才要说大话以表

示个人的勇敢。 这是一种逃避事实的心理， 是极没出息而且极无聊的心理。 自信心却不如此。 有自信心

的人就是不否认事实的人。 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 而自己却不护短； 知道自己弱点， 而却想办法来补救

它。 军械不如人是事实， 科学不如人也是事实， 但是我们绝不甘于终久的落伍。 只要我们努力， 我们终

有如人之一日。” [29]

究竟怎样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呢？ 20 世纪 30 年代中叶， 以 《独立评论》 为主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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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展开过不算太热烈的讨论。 胡适提出， 我们在建立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时要有反省的意

识， “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 ‘小脚、 八股、 太监、 姨太太、 骈文、 律诗、 五世同居的大家庭、 贞节牌坊、

地狱的监牢、 夹棍板子的法庭’ 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 是不足迷恋的， 是不能引导我们向上

的。” “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 是在将来， 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

替祖宗消除罪孽， 替子孙建立文明， 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30] 胡适的观点除得到周作人、 梁实秋等少数

几个人的支持外， [31] 绝大多数人则提出了批评。 吴其玉指出， 胡适提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应该建

筑在反省的基础之上， 这是正确的， 但 “反省也应该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就是 “劣优并提”， 既要

“看人家的长， 我们的短， 更应当知道我们的长， 人家的短”。 比如， “我们的瓷器、 丝织品、 刺绣、 建

筑、 文学以及哲学， 虽并不光辉万丈， 究没有什么羞辱中国文化的。 并且这其中外来的成份虽然不少，

而大半也正足表示中华民族是有改进与创造精神的……我们黄帝造舟车、 造文字、 造丝、 造屋子的时期

不和同时期的欧洲———草昧未开的欧洲来比呢？ 这样一比我们与欧洲人不是半近八两， 差不了许多了

么？” 因此， 他认为， 那种 “过夸中国的文化、 过夸中国人的创造力” 的观点 “固然不对”， 但像胡适那

样把西方文化 “提得过高”、 把中国文化 “压得太低” 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相信不如人， 或

‘知耻’ 虽然可以作为努力有原动力， 可是过分的自愧， 也有流弊的， 也会造成民族自暴、 自弃的心理，

造成他对于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 结果是可以亡种、 亡国的。” [32] “子固” 也指出， 任何一种文化都

有它的 “美点与丑点”， 我们不能由于过去有一些诸如骈文、 律诗、 八股之类的丑点， 而否定我们整个

的民族文化。 否则， 就像 “一个不肖子因为他的母亲脸上有过几粒麻点而说她是世间顶丑的女人一样地

不合道理”。 我们不能因有小脚、 八股一类不好的东西， 而将 “我们民族文化孕育产生的孔孟壮墨秦皇

汉武李白杜甫岳飞朱元璋以及数不清的圣贤天才……一概抹杀”。 [33] 还有批评者认为， 对于中国的固有文

化既不能过于 “捧”， 也不能不加限制地 “抑”， “‘捧’ 狠了误事， ‘抑’ 狠了亦是误事的”。 [34]

《独立评论》 上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复兴月刊》 发文指出， 我们既不能一味地 “夸

耀其过去的光荣”， 也不能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 如果说前者的心理是 “妄自夸大” 的话， 那么后者的

心理则是 “妄自菲薄”， 而无论 “妄自夸大” 还是 “妄自菲薄”， 都不是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心理。 [35]

《宪兵杂志》 第 3 卷第 3 期的 “卷头语” 写道： 有人以为我们中华民族， 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和欧美比较起来， 不知相差了几世纪， 一辈子也赶不上他们的程度。 这便是缺乏自信力。 其弊是自暴自

弃。 同时也有人迷恋着历史上的光荣， 认为火药、 指南针、 印刷术等， 哪一件不是我们发明的？ 所以他

认定欧美的文化远不及我们的 “国粹”。 这是自信力？ 不， 这是夸大狂， 其弊是虚骄自满。 自暴自弃和

虚骄自满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的。 [36] 《民力周刊》 第 1 卷第 7 期的一篇文章也指出： 我们要恢

复民族自信力， 就既不能像闭关自守时代的民族自高自大； 也不能像全盘欧化者之 “西方人优于东方

人” 的自馁自叹。 前者是过于乐观， 轻视他人； 后者是过于悲观， 看轻自己。 轻视他人， 则样样自满自

足， 难于求得进步。 轻视自己， 则事事志馁气短， 毫无生气。 这两种心理， 都是要不得的， 对恢复民族

自信力有百害而无一利。 [37] 即便是胡适， 通过辩论， 最后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的固有文化” 是有可以颂

扬的地方的， 至少 “有三点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数一数二的地位的”， 这就是 “最简易合理的文法， 平民

化的社会构造， 薄弱的宗教心”。 [38]

三

值得注意的是， 人们在尊重本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时， 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对本民族和文化之阴暗面的

揭露和批判的反省意识。 解炳如撰文指出： “自历史上观之， 凡一民族在极为难的周遭中， 必有一种深

刻而沉痛的反省， 进而又努力挣扎向上的态度与民族复兴的冀求。” 他认为， 中华民族既有许多优良的

民族品格， 如勤劳、 忍耐、 省俭、 实际性等， 这些优良品格当然要保守并发扬光大，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

方面， 另一方面， 中华民族也有一些劣根性。 概言之，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利己； 二虚伪； 三文弱。

这些劣根性是造成 “国家不振”、 “社会堕落” 和 “民族萎靡” 的重要原因。 因此， “在今日国难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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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急之时”， 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则 “舍民族性的改造” 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也就是

说， “复兴民族从任何方面着手， 均须以改造民族的劣根性为依归， 则民族复兴始有希望”。 故此， 他大

声疾呼： “要想中华民族有出路， 须铲除 ‘利己’ 的劣根性！” “想要中华民族存于天地间， 须铲除 ‘虚

伪’ 的劣根性！” “要想中华民族复兴， 须铲除 ‘文弱’ 的劣根性！” [39] 江问渔也认为， 中国的文化历经

四五千年而不坠， 这必有它的优点在， 但近代以来之所以落伍， 这肯定又有它的不好方面， 这好与不好

都与中国的民族性有关。 在他看来， 中国的民族性主要表面在五个方面： “第一、 能适应环境， 而不能

征服环境。” 由于能适应环境， 所以中华民族无论居于何处， 都能使子孙后代绵延不绝， 兴旺发达， 但

当历史进入近代后， 科学日新月异， 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 物质文明丰富发达， 而中国因科学

落后、 征服自然能力差， 而 “不能完全创造现代的文明， 与欧美人相较， 遂不免处 于劣败的地位”。

“第二、 善于保守， 而不善于进取。” 保守并不一定全是坏事， 但如果 “应保守而不保守， 应进取而不进

取， 那就很坏了”。 而就保守与进取比较， 对一个民族和文化的发展来说， “进取的精神更重于保守”。

中国人因缺乏进取性， 所以不免到处吃亏， 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 善于摹仿， 而不善

于创造。” 中国文化经历过三个发展时期， 即秦汉以前一个时期， 秦汉到清代一个时期， 清以后到现在

一个时期， 这三个时期中， 只有第一个时期是 “文化的创造时期”， 而也只有那个时期的文化最灿烂辉

煌， 此后不仅中国人 “创造的能力渐渐消失， 就是摹仿的能力也差得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哪有

不落后的道理！ “第四、 洁身自好， 而缺乏侠义的精神”。 洁身自好， 本来是一种好的品质， 但如果超

过了度， 就把见义勇为的精神失掉了。 中国人现在就是如此。 这虽然和 “国家政体、 有力学说皆有关

系”， 但也是汉代以后中国的侠义精神逐渐消失殆尽的结果。 侠义精神的缺失， “这在民族精神上， 不能

不说是很大的损失。” “第五、 安分守己， 而没有团体生活的习惯。” 现代文化的要素， 一是科学， 一是

集团。 而中国人独善其身则有余， 团体生活则不足， 团结的力量差得好， “因此， 中国人便成一个无组

织的民族， 遇事皆受人家的压迫， 吃人家大亏。” 基于对中国民族性的上述认识， 他认为我们要建设中

国的新文化， 就应 “把固有文化加以整理”， 民族性中不好的方面， “应设法除去”； 好的方面， “应设法

扩充”， 这样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 [40]

要实现民族复兴， 除了张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优点外， 还要尽力去克服民族的劣根性或民族性的不

好方面， 否则， 这些劣根性或民族性的不好方面会制约民族复兴的历程， 影响民族复兴的实现， 这可以

说是当时不少学人的基本共识。 赖希如就明确提出， 要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 就需要对中华民族的 “民

族性弱点” 进行改造。 在他看来， 中华民族的 “民族性弱点” 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观察： 一是从活动力

及发展力方面观察。 中国的民族风尚， 向来尊崇道德， 而蔑视才艺， 以守分安命、 顺时听天为极则。

“此种崇尚宁静无为， 苟安天命之结果， 于不知不觉中， 遂逐渐养成安闲自适民族堕性， 而听天由命之

宿命论， 亦则是而深入人民之意识中”。 二是从组织力及经营力方面观察。 中华民族向来崇尚那种无拘

无束之飞鸟式自由， “缺乏秩序之观念， 复无纪律之规范”， 西方人视中国人为一盘散沙。 “人民本身之

组织如是， 其他对于事业之经营， 亦正同出一理”， 中国人不擅于经济上的经营和竞争。 三是从吸收力

和理解力方面观察。 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有两种消极元素， “一为唯我独尊， 蔑视一切之 ‘排他性’； 一

为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之 ‘保守性’， 所以中国不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 对外来文化往往不求甚解，

厌于讨论求详”。 四是从伦理道德之消极倾向方面观察。 中国的伦理道德， 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

一面， 就消极的一面而言， 如 “自私自利”， “人人但知有家庭， 而不知有所谓社会。 知有家族， 而不知

有所谓民族； 家虽齐， 而国不治。” 五是从务虚名而轻实际方面观察。 中国人比较尚虚名， 重形式， 爱

好体面， 如 “吾国社会婚寿丧祭之礼仪， 其形式之繁重， 殆为世界各国之所无”。 总之， 赖希如指出，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非常复杂， 有 “优点美点”， 也有 “弱点劣点”， 对于前者， “吾人应使之充分发挥”；

对于后者， “尤应逐渐加以改造， 以自求适应现代之生存”。 而改造的 “唯一工具”， 他认为是 “国家之

教育与文化”， 也就是首先要对国人进行 “求知” 的教育， 国人有了 “知识” 就会产生 “权力”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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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权力， 便能自己 ‘实行改造’， 最后而达于 ‘至善’ 之境。” [41] 笔名为 “立名” 的作者认为， 中华民

族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这是中华民族 “可夸的价值”。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中华民族的

民族性中 “所存在的过度保守与信仰浓厚之二性格”， 虽然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其本身

是含着非合理的成分的。 过度的保守与浓厚的信仰之充分的现实， 在其反而招来民族发展的障碍， 这便

是使中国民族不能在近代史上继续对世界史贡献其原始的使命的原因。” 另外， 中国之所以从以前的世

界先进国家而 “退潮， 以至于走入危机的局势”， 其原因不外五点： “（1） 由创造的崇拜文化转为追随的

崇拜文化， 不得不由跃进的世界上文化中退潮； （2） 爱好和平走入至极， 不得不由竞争的世界人群中落

伍； （3） 恪守正义而蔑视时间性与空间性， 不得不遭受强暴的世界人群的践踏； （4） 重视感情过度， 招

来内部无组织之危机， 不得不遭受世界强力的压迫； （5） 无恒心的崛起， 必然敷衍主义弥漫， 其此而生

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意识， 蚕食了民族的发展力， 不得不使民族势力趋于衰微， 民族危机濒于落

暮。” 既然以上种种是导致 “中国民族落后的基因”， 那么， 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 “要图民族重新抬头

再向世界史上积极作种种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必须先对上述国民性中 “国度保守与信仰浓厚之二性格”

进行改造， 使之实现 “最合理的转换”， 即： “（1） 保守性的扬弃， 进取性的增长； （2） 迷信偶像崇拜的

扑灭， 新民族意识形态的树立。” 在此基础上， “更进而促使上述诸性格之不合理的转换再作新的转换，

以达到最美善的境域”。 [42] 萧一山认为， “懦弱， 自私， 愚昧， 这是中华民族现在每个人所具有的缺点，

其来源是由于无武力， 无组织， 无学术而产生的”， 如果 “我们不能克除这些缺点”， 我们就不可能建设

“一个自由平等的现代国家”， 也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 怎样才能 “克除这些缺点”

呢？ “其道有三： 尚武———恢复生存必要的抵抗力； 组织———加强团结一致的精神； 科学———‘迎头赶

上’ 欧美文化。” 因为， “尚武” 需有组织的力量和科学的供给， 不是光凭 “匹夫之勇” 和 “血肉之躯”；

“组织” 需要有尚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 不是光凭 “形式制度” 和 “老套文章”； “科学” 需要有尚武

的通气和组织的运用， 不是光凭 “飞机大炮” 和 “乌合之众”。 抗战以来， 国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

到了 “尚武”、 “组织”、 “科学” 的重要性， 但 “怯懦”、 “自私”、 “愚昧” 的 “病根还未拔除净尽”， 要

彻底拔除这些病根， 就需要 “敌人的炮火来摧毁、 扫荡， 民族的自觉来开拓、 启发， 教育的力量来改

造、 培植”。 只要拔除了 “怯懦”、 “自私”、 “愚昧” 的 “病根”， 建立起 “尚武的精神， 团结的意志， 科

学的文化”， 则 “‘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 民族复兴， 犹反掌耳”。 [43] 潘梓年一再强调， 所谓民族的自

尊和自信， 与 “自傲自大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自傲自大的人只相信自己一个或自己身边的少数几个人，

而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不仅相信自己， 同时也相信别人， 相信全民族的同胞都或多或少具有抗战建国、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不但要尊重自己， 同时也尊重全民族的同胞都是中华民族儿女， 同样有着不

可侵犯的人格和要权。 “所以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就是尊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史与文化， 相信在这

个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下， 中华民族的全数儿女都有自力更生的巨力， 就是重视民众、 相信民众的力

量。” [44]

民族自信力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对美好未来的坚信， 它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力

量之源和精神支柱。 有感于近代以来民族自信力的丧失， “九·一八” 后的中国知识界认为， 要实现中华

民族的复兴， 就必须树立或恢复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 并就如何树立和恢复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

自信力进行了讨论， 就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 他们认为既不能夸大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辉煌， 也不能将中

国历史和文化说得一无是处， 前者是虚骄自满， 后者是自暴自弃， 虚骄自满和自暴自弃都不是我们对中

国历史和文化的正确态度， 也无助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恢复或树立。 他们尤其是在尊重本国历史和

文化的同时， 又能对民族和文化的阴暗面持一种揭露和批判的反省意识， 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除了要认同和弘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优点外， 还要尽力克服民族的劣根性或不好的方面， 否则， 这

些劣根性或不好的方面会制约民族复兴的历程， 影响民族复兴的实现。 上述这些观点， 不仅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就是现在看来， 仍然有它借鉴的历史价值， 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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